区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驱动因素与动力升级研究——以贵州县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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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尤其是推动以县域为载体的创新能力建设，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实却是各地区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通常来说，西部县域的创新能力建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实现西部县域创新能力的进步，对于全国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贵州县域作为西部欠发达县域的典型代表，兼具城镇化质量发展较差、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等特点，还具有典型的山地地区特征，其本土的喀斯特地貌面积占据贵州的73.6%，极具地方特色。贵州省政府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号召，提出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促进贵州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趋势、驱动创新能力的因素以及如何提升驱动力暂且未知？所以，本文以贵州2011—2021年间8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构建衡量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应用经济学和地理学的方法，研究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趋势、驱动创新能力的因素以及如何提升驱动力。结果表明：第一，贵州创新能力在2011—2021年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存在空间相关性。第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技术水平等要素可以显著驱动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第三，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驱动力发展和驱动力进步情况存在时空差异。进行四象限分类得出，“高-高”值象限的贵州县域数量最多。本文以贵州县域为研究对象，为实现西部县域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来自贵州县域的经验，以期为国家县域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提供来自贵州县域的西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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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i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county.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various regions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counties lags behind tha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progress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western countie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whole country. Guizhou county,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ies in western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or urbanization quality development,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ic level, etc. I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mountainous areas, and its local karst landform occupies 73.6% of Guizhou, which is very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core posit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ak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strategic support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take inno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Howev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of Guizhou county innovation ability, the factors driv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driving force are still unknow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88 counties in Guizhou from 2011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entropy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pplies the methods of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to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Guizhou counties, the factors driv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driving fo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Guizh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presents an upward trend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from 2011 to 2021. Secondl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drive Guizhou's county innovation ability. Third, there ar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forc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ounty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Guizhou. According to the four-quadrant classification, the number of Guizhou counties in the "high-high" quadrant is the largest. This paper takes Guizhou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vides the experience from Guizhou county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western coun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western wisdom from Guizhou coun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unty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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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郡县安，天下治”。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县域创新能力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总体创新能力还是比较薄弱，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较大。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难点在县域，特别是西部县域。地处西南的贵州，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底子弱、短板多，与中部、东部地区的差距非常大。2021年2月3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贵州于2022年先后出台了《“科技入黔”推动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和《贵州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响应党中央号召，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由省到市再到县的实践。当前，亟须评估贵州 88个县（区、县级市）的创新能力与区域差异、以及驱动创新能力发展的要素和如何加强驱动力。 
Joseph Alois Schumpeter作为现代创新理论之父，首先提出创新的概念，即“创新意味着执行新的组合，它包括了从引入新产品到采用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 [1]。之后，学界对于创新能力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创新能力的内涵解释、评价、空间差异以及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等方面。（1）是创新能力的内涵解释。国外学者Guan 等[2]从学习、研发、制造、营销、组织、战略等方面概括了区域创新能力内涵，Cook[3]将创新能力看作是能产生并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复杂体系。国内相较于国外对于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创新能力的内涵研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毕亮亮等[4]、焦晓云[5]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在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内，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政产学研用的结合，实现对基本创新、集成创新和吸收消化外来再创新，在区域内创造、推广、使用和转化知识、技术、新产品的能力。
（2）是创新能力的评价。关于创新能力的评价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使用中国创新指数、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城市创新指数来评价创新能力指数，其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6, 7]。这种评价方法的优点就是可以较为全面的衡量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水平，但是目前这种综合指数的编制暂时未涉及到县域，所以对于县域的创新能力缺乏合理地综合评价。2）使用单一指标衡量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例如，使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数、高技术产值、专利授权数量、专利申请授权数、等等[8-11]。这种评价创新能力的优点是数据易寻找，方便衡量每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但是缺乏全面性，不能够全面地、系统地衡量创新能力所包含的其他要素。3）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衡量创新能力。已有研究常通过创新环境、创新绩效、创新投资、创新产出、创新资源等几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进行衡量[12-14]。与前两种方法相比综合指标体系的测量结果能够更科学、更全面地反映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并且还可以解决使用创新指数无法覆盖到县域层面的问题。
（3）是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虽然在不断提升，但是区域间差异却在不断扩大，已有研究主要从省域层面、市域层面出发进行差异研究。如彭绪庶等[15]通过省域数据构建创新体系效能指标较为全面的衡量省域创新能力，得出我国省域之间虽然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如刘华军等[16]通过城市样本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创新力的空间差异，得出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先上升再下降，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间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四是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对外开放、信息化程度、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等驱动要素可以影响到创新能力[17, 18]，但是不同的驱动要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迥异。例如，研发经费[19, 20]、大数据试验区建立[21]、人力资本[22]可以显著正向驱动创新能力；环境保护税和基础设施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倒“U”型的[21, 23]；由高铁网络建设引致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创新产生抑制作用[24]。
综上，对创新能力的研究已经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县域小样本地区的创新能力研究还比较欠缺，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县域的研究更是鲜有，我国西部县域较之东中部县域发展普遍落后，而贵州县域又是西部县域的典型代表之一。所以本文以贵州县域为例，研究分析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驱动创新能力发展的要素和如何加强驱动力，以期将贵州县域创新能力建设的经验带到西部县域，通过西部县域推广到全国与贵州县域发展情况相似的地区。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尝试综合指标测度基础上对县域创新能力进行量化。本文使用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对于只使用单一指标更加全面的反映创新能力。并且综合使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共同对创新能力综合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赋权，相对单一使用熵值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熵值法虽然科学但是权重设定不一定合理的问题；相对单一使用AHP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观性过于强烈的问题[25]。拓展了对于创新能力评价的方法维度。（2）宏观对象基础上的微观县域样本细化延伸。相较于以往学者多对于省域[26]、市域[27]创新能力的研究，本文样本对象更微观，更加具体，为县域样本，采用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贵州县域的同时，以其为典型，讲好了西部故事，以期为西部其他省份县域提供参考价值，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贵州智慧，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3）在原有研究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本文不仅研究了县域创新能力的测度、空间差异和驱动力要素，而且在此基础上，以进步指数衡量驱动力的进步情况，并展开进一步分析，为驱动力和驱动力进步情况不同的地区提出相应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政策方案。进一步拓展了对于创新能力研究的维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东接湖南、广东，南连广西，西邻云南，北毗重庆、四川。全省总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地貌格局。另一方面，本土的喀斯特地貌面积占据贵州的73.6%[28]，极具地方特色，兼具“山多、地少、石头多、土层薄”等特点。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受制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升级方面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挑战，且由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科研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制约，贵州省的创新能力发展相对滞后[29, 30]。因此，对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以及驱动因素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2 研究方法
1.2.1 Kenel核密度
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Kernel密度估计具有稳健性强、模型依赖性弱等优势，是地区差异分析的普遍工具。通常，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可以刻画被观测对象的分布形态、变化趋势及延展性等特征。基本原理是，假定创新能力的密度函数为，则在点的概率可用如下计算公式估计：
（1）
式中，为样本数据观测值的个数，为带宽；为核函数。Kernel密度估计种类多样，包括高斯核密度、四角核密度等。已有文献中高斯核密度使用较多，因此本文也使用高斯核密度对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绝对差异变化进行估计分析。
1.2.2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主要模拟地理环境系统要素在较大空间跨度上的分布规律及变化趋势，运用代表创新能力的实际观测时，代表趋势面拟合值，公式如下:
（2）
式中，为空间坐标，为县域创新实际值与趋势值之间的残差。
1.2.3 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探测研究对象的空间聚集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探测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高值与低值[31]。
（1）全局空间自相关。应用全局空间自相关衡量贵州县域创新能力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关联，通常用Moran’s I表示，计算公式为：
     （3）
 （4）
式中，n为贵州县域的数量；、分为为贵州县域创新能力在相应空间单元上的取值；为空间权重矩阵，若相邻为1，不相邻为0。
（2）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可以显示局部的异质性，常用空间联合局域指数（LISA）探索集聚中心的空间位置，识别具有高值或低值的要素空间聚类。其计算公式为：
   （5）
在关联显著的前提下，通过Moran’s I可将贵州县域划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低—低（L—L）4种关联类型。
1.2.4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相比于传统的计量模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了空间因素，使得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杜宾模型(SDM)等。具体公式见朱洁西等[32]。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3.1 指标选取：县域创新能力（innovation）
衡量县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有学者使用专利申请量或者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指标[33, 34]，但是仅使用单一指标衡量地区的创新能力难免会出现对于创新能力衡量的欠缺，所以本文根据《贵州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中专栏1“十四五”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并借鉴覃若兰等[35]学者的做法，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评价县域创新能力。因此，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拟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三个方面构建12个指标综合地评价贵州县域的创新能力（表1）。同时，对综合指标评价时使用客观评价法方法虽然科学，但是难免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使用主观评价法，难以避免主观上的错误，所以，本文借鉴吕鲲等的做法，基于熵值法和AHP两者并用进行综合指标评价[36]。
表1 县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构建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县域创新能力
	创新环境
	GDP
	万元（+）

	
	
	城镇化率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创新投入
	财政教育经费支出
	万元（+）

	
	
	财政科技经费支出
	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
	万人（+）

	
	创新绩效
	发明公布专利数
	个（+）

	
	
	获得授权专利数
	个（+）

	
	
	人工智能企业数
	家（+）

	
	
	工业增加值
	万元（+）



1.3.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贵州县域（区、县级市）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贵阳统计年鉴》、《遵义统计年鉴》和其它贵州省各市、县统计局、统计公报以及WIND数据库。缺失值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
3  区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和空间效应
本文以贵州县域为例，通过Matlab软件得到核密度估计值、然后得出核密度图形的峰度、宽度等特征来反映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时序动态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对贵州县域2011—2021年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对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
3.1  区域创新能力的时序动态演变特征
一般来说，核密度估计图可以刻画其原始数据绝对差异的演进趋势，为使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文利用变异系数衡量88个县域之间创新能力的相对差异程度，其值越大，则意味着相对差异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6）
其中，为变异系数；为县域单元总数；为第个县域的创新能力；为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均值。
贵州县域创新能力变异系数在0.45～0.48之间变化，整体波动幅度只有0.03；均值在2011—2018年呈现上升状态，从0.09上升到0.17，增长率为85.79%，平均每年增长10.72%；2018—2021年间略微下降。总体上，贵州县域创新能力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图1（a））。《贵州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全文（2011-2015年）》中提到贵州当前“发展方式粗放、科技创新乏力”，也提出应对之策“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在此期间，贵州的创新科技能力和经济发展不负众望，创新能力水平一直在提高。近几年贵州创新能力略微降低，可能是受到国内外严峻局势以及新冠疫情冲击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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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时序演化
为揭示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时序动态分布特征，采用核密度函数生成如图1（b）所示的核密度函数曲线。做如下分析：（1）从波峰移动过程分析，贵州创新能力主峰位置明显从2011~2017年发生右移，之后轻微左移，总提升呈升高态势。（2）从波峰形状分析，波峰高度先下降在升高，波峰宽度先变宽又变窄。2011~2017年波峰高度下降，宽度变宽，右尾延展度总体呈扩增趋势，说明县域创新能力的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即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实际差距在不断扩大；2017~2021年波峰高度上升，宽度变窄，说明此阶段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实际差距在缩小。（3）从极化趋势分析，核密度函数并未呈现明显的“Ｍ” 型双峰结构，说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并未展现出来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但是有着明显的右侧拖尾形态，并且还能看出明显的波浪，这说明贵州县域中存在着“优中更优”的现象，即有一部分的创新能力是高于平均值的。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水平整体提高，但实际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差距，为此应该加强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和交流合作，发挥高水平创新能力县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缩小贵州县域的创新能力差距。
3.2  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image: ]本文以贵州县域为例，采用自然断点法对创新能力进行分为五类：创新能力低水平区域、创新能力较低水平区域、创新能力中等水平区域、创新能力较高水平区域和创新能力高水平区域。2011~2021年贵州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分布见图2。
图 2 2011~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空间格局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5同，不再赘述。
从2011、2016、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分布可以看出，从11年以来到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位于高水平区域的地区大多数是地级市的区、还有县级市；铜仁、黔南和黔东南地区的县域创新能力较差，2011年未出现一个创新能力高水平区域。到了2016年，高水平区域数量明显增加，且都是属于2011年高水平区域附近的地区，这说明属于高水平创新能力的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到了2021年，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2016年几个高水平地区退化为较高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退化为中等水平地区，但是总体上贵州县域的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且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bookmark: _Hlk151475090][image: ]为揭示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分异趋势，对其进行趋势面分析，如图3所示。2011年在东西项上自西向东呈现下降趋势，在南北向上呈现出倒“U”型，说明南北上贵州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要高于其他。2016年和2021年的总体趋势与2011年相似，但从x和y、x和z面上的投影位置和趋势可以看出，其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比2011年要有所提升。综上，2011~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整体上中部>西部>东部，北部>南部的分异趋势，中西部呈现高级集聚区扩大的现象，说明创新能力高水平区域可以向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果，也体现出了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演化过程中，临近地区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很可能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此时，从图2中也可看出，创新能力高水平区域的影响能力往往是很有限的，因此不仅要助推高效率地区持续快速发展，而且还要助力低水平区域的城市，提供相应的政策帮扶或创新要素，使其提升创新能力。
[bookmark: _Hlk151475172]图 3贵州县域创新能力趋势面分析

3.3  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
    为了探究空间上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效应，本文采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利用stata软件对贵州县域2011~2021年创新能力的全局Moran ’s I 指数进行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2011~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Moran ’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整体具有上升趋势，z统计量和p值显示，Moran ’s I指数在各个时期0.01水平上显著。表明贵州县域的创新能力在这些年份都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各相邻地区的创新能力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即贵州县域创新能力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高高和低低空间聚集现象。
表2 2011~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Moran’s I指数值
	年份
	Moran’s I
	z
	p

	2011
	0.096
	9.096
	0.000

	2012
	0.094
	8.957
	0.000

	2013
	0.096
	9.030
	0.000

	2014
	0.101
	9.464
	0.000

	2015
	0.094
	8.877
	0.000

	2016
	0.105
	9.780
	0.000

	2017
	0.118
	10.799
	0.000

	2018
	0.115
	10.607
	0.000

	2019
	0.121
	11.163
	0.000

	2020
	0.128
	11.736
	0.000

	2021
	0.121
	11.104
	0.000


注：1)***、**、*分别表示显著性小于0.01、0.05、0.1的统计检验。
本文采用莫兰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图4、图5）研究贵州县域空间中创新能力与空间毗邻地区的相关效应。从2011年到2021年的Moran散点图分析，各地区所在的点位在四个象限中有一定的扩散趋势。其中南明区、云岩区、兴义市、七星关区、咸宁县等地区的扩散效应明显，说明这几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升高，与围边地区的创新能力差距逐步加大。创新能力较弱的属于黔南州和黔东南州的地区，且也不断向外扩散，说明与其他地区的创新能力分化问题愈加严重，可能存在极化效应。从整体看，除了乌当区从L-H象限变为H-H象限，其余地区从2011~2021年所处的象限并无显著变化，说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固定特征较为突出。
[bookmark: _Hlk151565493][image: ]
图 4  2011年~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Moran散点图
从图5可以看出，高高聚集区域：其自身创新能力较高且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也较高。
地区数量由2011年的6个地区增加至2021年的8个地区，说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水平高的地区可以将自身的优势带到周边趋势，提高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其中，七星关区、兴义市、盘州市和咸宁县等地也处于H-H的象限，但是并没有展现出来高高聚集区特征，一方面可能地理位置处于贵州边界；一方面可能由于受到周边县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高低聚集区：其自身创新能力较高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较低。从2011~2021年只有两个地区且从未发生改变，都匀市和凯里市，分别是黔南州府和黔东南州府，创新能力在本地区都是首位。但是其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暂时没有显现。低高聚类区域：其自身创新能力较低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较高，且多数处与高高聚集区域附近。说明创新能力高值区的空间扩散效应暂时还未辐射到此，2011年和2021年低高聚集区域都是5个，一个地区发生改变，2011年的乌当区变为了2021年的贵定县。低低聚集区域：其自身创新能力较低且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也较低。有图5明显可以看出，黔南州、黔东南州以及铜仁地区的少部分县，出现大量片状的低低聚类区域，说明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差距不大且普遍较低，是提升创新能力潜力的地区。
[image: ]
图 5 2011年—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Lisa集聚图
[bookmark: _Hlk151475275]4  区域创新能力驱动因素探究
4.1  变量选取
4.1.1 被解释变量—县域创新能力（innovation）
上文熵值法和AHP法测算得出。
4.1.2  驱动因素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7-40]，并结合贵州社会发展现状，选取经济发展、人力、 资本等在内的9个因子作为驱动因素（表3）。其中，经济发展使用夜间灯光指数表示，与GDP相比有两个优势，第一，卫星灯光数据不受地区间价格因素的困扰。相比GDP数据，需要价格平减才能跨地区比较，且各县的物价指数不一定容易获取。第二，卫星灯光数据不仅包括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同时还包括非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量[41]。数据具体整理过程参见张俊（2017）[42]。技术水平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测算方法借鉴鲁晓东等（2012）[43]。外商投资因贵州县域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数据难以获取，所以使用年末实有外商投资企业个数来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具体测算见袁航等[44]，值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具体测算见付凌晖（2010）[45]，值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
表3 驱动因素涉及的变量指标及表征方法
	驱动因素
	测算方法
	代码

	经济发展
	夜间灯光指数
	light

	人力资本
	年末就业人数（人）
	labor

	财政能力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万元）
	fiscal

	技术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
	tfp

	金融发展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finance

	外商投资
	年末实有外商投资企业（家）
	fdi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invest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rationalization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advancement



4.2  模型设定
分析结果表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意味着分析贵州县域创新能力需要考虑时空因素，所以应该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该模型嵌套了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可以尽量避免时空因素导致的回归结果偏差。首先设定贵州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因素分析的空间SDM模型：
                                                                       （7）
表示县域年的县域创新能力，表示县域年的驱动因素，为空间自回归系数，为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为驱动因素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代表时间效应，代表空间效应，为随机误差项，为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识别，本文借助谢地等[46]学者的检验方式，按顺序使用检验，模型固定效应检验，以及解决时间固定、空间固定还是时空双固定如何选择的问题，如表4所示。结果得出虽然空间自回归对LM检验达到显著要求，但是其稳定的空间自回归LM检验没有达到显著要求，所以本文使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误差模型最优。
表4 空间计量模型识别检验结果
	统计量
	数值
	P值
	结果表征含义

	
	6.451
	0.011
	存在空间滞后形式

	
	1.429
	0.232
	

	
	101.287
	0.000
	存在空间误差形式

	
	96.266
	0.000
	

	检验
	295.21
	0.000
	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

	检验(空间固定效应)
	6.78
	0.009
	时空双固定效应的SDM模型最优

	检验(时间固定效应)
	125 6.28
	0.000
	



4.3  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时空双固定效应的SEM模型为分析贵州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因素的最优模型。利用 Stata17.0进行回归分析，此外，为确保空间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列（1）、列（2）和列（3）分别是以反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作为回归矩阵）。
表5 空间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light
	0.037***
(4.224)
	0.027***
(3.056)
	0.040***
(4.534)

	labor
	-0.017
(-1.200)
	-0.021
(-1.501)
	-0.017
(-1.187)

	fiscal
	0.192***
(22.265)
	0.196***
(22.661)
	0.194***
(22.145)

	tfp
	0.079***
(6.577)
	0.072***
(5.911)
	0.085***
(7.010)

	finance
	0.027***
(3.131)
	0.029***
(3.427)
	0.023***
(2.618)

	fdi
	0.029***
(2.578)
	0.035***
(3.287)
	0.032***
(2.765)

	invest
	0.040***
(5.621)
	0.040***
(5.541)
	0.043***
(5.901)

	rationalization
	-0.033***
(-3.729)
	-0.034***
(-4.047)
	-0.035***
(-3.909)

	advancement
	-0.010
(-1.382)
	-0.006
(-0.871)
	-0.010
(-1.437)

	lambda
	0.743***
(10.289)
	0.357***
(7.796)
	0.375***
(4.688)

	Sigma2_e
	0.000***
(21.836)
	0.000***
(21.716)
	0.000***
(21.988)

	样本量
	968
	968
	968

	R²
	0.818
	0.815
	0.819

	Log—lik
	288 5.101
	288 9.243
	287 2.435


注：1)为值；2)括号里为z值。
结果如表5所示，列（1）—（3）结果情况大致相同，9个驱动因素7个显著，lambda是相邻地区解释变量的误差对本地区目标观测的影响，其值为 0.743 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对于县域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结果如下：
（1）经济发展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对县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 0.037，即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每提升 1%，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将提高3.7%。较高的经济发展为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最重要的经费支持，《贵州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经济增长极和创新中心聚集大量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对我省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形成倒逼态势”，这也说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在促进县域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2）财政能力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能力对县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 0.192，即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每提升 1%，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将提高19.2%。在所有的驱动因素中，财政能力对于县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最强，说明当前阶段县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财政能力驱动。国发〔2018〕32号《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也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这说明只依靠政府带头进行创新能力的阶段需要进行转型，亟待进入全民创新的时代。
（3）技术水平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水平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高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更有效地利用了生产要素，这会为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等科研场所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空间用于创新活动[47]；另一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显著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科研机构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8]。
（4）金融发展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县域创新能力的增长，《贵州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积极拓展科技与金融融合途径，完善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从科技信贷、创业投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多方面，促进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深度融合”。说明金融发展与创新能力建设的相关性，重要性。但是金融发展对县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会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异质性[49, 50]。
（5）外商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外商投资程度提高可以显著影响县域创新，其可以吸收外来投资以及外来管理者的经验，与之互补，并且外国投资流入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整体研究活动的绩效有积极贡献，但生产率效应因地区而异[51, 52]。《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提出“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支持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实现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且已有研究已经证明，从外商投资进驻产业分析，第二产业的外商投资创新作用最大；从进驻模式分析，合营模式进驻的外商投资创新作用最大[53]。且再次说明外商投资对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其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为创新能力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大型设备，为其增添完善的硬件设施。
（6）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县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因为本文所选取的指标为产业合理化指数越小即产业结构越合理，所以对县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展现为负向显著。《贵州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突破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技术瓶颈”，使贵州县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更上一个台阶。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可以有效地促进地方创新能力的提升[54-56]。所以，贵州县域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争取为县域创新能力建设“添砖加瓦”。
（7）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说明在研究期内，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研究期内尚未对县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贵州的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以及受到地形地势的制约，其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较慢造成。
5  区域创新能力的动力升级研究
为更好地分析驱动力对于创新能力影响的综合情况，构建综合驱动力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将9个驱动力进行降维处理得到驱动力指数，再利用进步指数衡量驱动力的历史努力和动态演变得到驱动力进步指数。为使本文的结论更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意义，所以进行进一步研究。
5.1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驱动力指数
主成分分析法基本原理是，设某一事物的研究涉及P项指标，分别用表示，这P项指标构成了P维随机向量。对X进行线性变换，可以形成新的综合变量，用Y表示。即：
       （8）

……

综合变量分别称为原始变量的第一，第二，…,第P个主成分。其中，个综合变量信息占据原始信息量的比重依次递减。
5.1.1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将驱动因素进行标准化和归一化处理之后，对所有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检验因子模型的适应性分析，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见偏相关性KMO>0.7，显著性小于0.10，表明指标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法。
表6 样本数据的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
	项目
	指标

	           Kaiser-Meyer-Olkin测量
	0.759

	Bartlett的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423 8.351

	df
	36

	显著性
	0.000



5.1.2  方差贡献率分析
将因子的主成分提取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到总方差，用于描述各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以及累加贡献率（表7）。一般我们认为，累加贡献率属于70%—85%且特征值需要大于1，就能够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样本数据中特征值大于1的分别为3.754、1.831和1.111，累加贡献率为74.410%，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原来9个指标的信息，因此提取3个主成分作为新的对于县域创新能力的驱动力。
表7  协方差矩阵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加贡献率（%）

	F1
	3.754
	41.710
	41.710

	F2
	1.831
	20.350
	62.070

	F3
	1.111
	12.340
	74.410



5.1.3  因子得分矩阵
根据归一化的原始变量和因子得分矩阵，可以计算样本数据的因子得分情况，得到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8）。
表8 样本数据的因子得分矩阵
	驱动因素
	代码
	F1
	F2
	F3

	经济发展
	light
	0.865 7
	0.092 1
	0.061 1

	人力资本
	labor
	0.557 2
	-0.672 8
	-0.208 6

	财政能力
	fiscal
	0.888 4
	-0.241 8
	-0.014 7

	技术水平
	tfp
	0.730 1
	0.053 2 
	-0.330 2

	金融发展
	finance
	0.824 6
	-0.085 1
	0.127 1

	外商投资
	fdi
	0.081 7
	-0.295 2
	0.928 6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invest
	0.699 9
	0.146
	0.263 6

	产业结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0.123 8
	0.911 5
	-0.329 2

	产业结构高级化
	advancement
	0.452 4
	0.704 5
	0.040 4



第一个主成分在指标经济发展、财政能力、技术水平、金融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上有较大载荷，主要从经济实力方面反映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情况，因此该主成分可概括为经济实力驱动指数。第二个主成分在指标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上有较大载荷，主要从人力和产业结构方面反映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情况，因此该主成分可概括为人力和产业结构驱动指数。第三个主成分在指标外商投资上有较大载荷，主要从外商投资上反映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情况，因此该主成分可概括为外商投资驱动指数。根据3个主成分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可以得出综合的驱动力指数，如下：
 （9）
式中，即为综合驱动力指数、、和分别为经济实力驱动指数、人力和产业结构驱动指数和外商投资驱动指数。
5.2  驱动力进步指数构建
为研究驱动力升级之后的状态，本文构建驱动力进步指数（），注重驱动力因素的历史努力和动态演变，能够反应驱动力因素的优化。本文借鉴蒙昱竹等[57]计算进步指数的做法进行构建，其驱动力进步指数被定义为收益指标的正向增加与成本指标的负向减少（本文只涉及正向指标，不涉及负向指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0）
其中，是某一指标的初期值，是该指标的终期值，是该指标的目标发展值，借鉴Yuan等[58]的做法，对目标发展值进行定义，公式如下：
 （11）
式（11）中，代表门槛值，本文设定其为收益指标初始值30%分位数，对于成本指标，设定其为指标的初始值与终值区间的70%分位数；表示收益指标最终值90%分位数的值与初始值之间的比例；表示成本指标10%分位数的值与初始值的比例。代表正向指标的集合；代表负向指标的集合。建立在公式（10）和公式（11）的基础上，驱动力进步指数的定义方式如下所示：
 （12）
公式(12)显示，如果收益指标的终值小于初始值，驱动力进步指数的值将为负；同样，如果成本指标的终值大于初始值，驱动力进步指数的值为负。此外，该指数的值高于或低于1，这取决于实际进展是高于还是低于目标。因此，为了确保所有指标的值都属于（0，1]，我们将根据max-min标准化来规范进度。即
 （13）
公式（13）即本文所定义的进步指数，对于驱动力进步指数，可以用如下公式来定义：
 （14）
式（14）中， 是i地区进步后的经济实力驱动因子、是i地区进步后的人力和产业结构驱动因子、是i地区进步后的外商投资驱动因子。基于上述公式，2011年的进步指数构造使用2012年为终期值和2011年为初始期进行构建；2012年的进步指数构造使用2013年为终期值和2012年为初始期进行构建；以此类推,2020年的进步指数构造使用2021年为终期值和2020年为初始期进行构建；由于使用此种类推方法无法测算出2021年的驱动力进步指数，接下来由于2022年数据的缺失，此指标进行分析时将2021年数据进行删除处理。因为驱动力指数在计算时已经进行最值归一化处理，为使两者更有可比性，将经济实力驱动指数、人力和产业结构驱动指数、外商投资驱动指数和综合驱动力指数也进行最值归一化处理。如公式（13）所示，不再赘述。
5.3  综合驱动力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情况讨论
5.3.1  综合驱动力指数均值和驱动力进步指数均值三维度讨论
[image: ]建立在每一指标的表现与变化基础上，以衡量贵州88个县域的对于创新能力的综合驱动力指数，以衡量贵州88个县域的对于创新能力的驱动力进步指数。图8显示贵州88个地区驱动力均值的3个维度整体表现和进步情况。图6（a）展示了不同维度的综合驱动力指数的整体表现；图6（b）展示了不同维度的驱动力进步指数。从图6（a）中可以看出，贵州88个县域驱动力指数的均值变化情况不大，每个维度以及总体基本都是围绕一个值上下波动。综合来看，人力和产业结构驱动因素的值大于经济实力驱动因素，外商投资驱动因素最小。从图6（b）可以看出，贵州88个县域驱动力进步指数的均值在0.6上下波动，整体进步状态良好。只有外商投资驱动力进步指数的波动较大，其余进步指数波动正常，说明外商投资驱动因素的进步情况较不稳定。
图6 贵州88个县域分维度的综合驱动力指数以及驱动力进步指数均值

5.3.2  基于综合驱动力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的分类讨论
综合驱动力指数是对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发展情况的整体评价，驱动力进步指数是对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发展情况的动态评价。为了分析包括这两个指数在内的贵州88个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发展情况，本文进行四象限分类。将贵州88个县域2020年的综合驱动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放在同一个图中，横轴代表驱动力进步指数，纵轴代表综合驱动力指数。以这两个指标的均值作为原点，可以将贵州88个县域分为四个象限。对于综合驱动力而言，如果该县域的综合驱动力高于均值，该县域的综合驱动力被视为“高”值，反之则为“低”值。同理，对于驱动力进步指数，如果该县域的驱动力进步指数大于均值，则视为“高”值，反之则为“低”值。图7将贵州88个县域“驱动力进步指数”和“综合驱动力指数”划分为 “高—高”“低—高”“低—低”“高—低”四个象限。
[image: ]
图 7  贵州88个县域综合驱动力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四象限
从图7可以看出，处于“低—低”象限的县域呈现出团状趋势扎堆，说明驱动力进步指数和综合驱动力指数均低的区域水平比较相近，且驱动力发展情况差强人意。处于“高—低”象限的县域离散状态大于“低—低”象限的县域，其中榕江县情况最为特殊，其驱动力进步指数超过0.9，但是综合驱动力指数不足0.2，说明进步表现不容忽视，但是综合驱动力水平表现欠佳。处于“低—高”象限的县域离散状态最大，其中黄平县特点最为明显，其综合驱动力指数超过0.9，但驱动力进步指数不足0.4，说明综合驱动力水平表现良好，但是进步表现略有欠缺。处于“高—高”象限的县域数量最少，只有14个，但是这些地区综合驱动力指数和驱动力进步指数方面表现都较为良好。
借鉴世界银行2009年出版的研究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一战略对一挑战”的设计[59]，按照四象限划分结果，本研究把政策举措划分为硬性约束和软性约束，揭示驱动力发展“短板”与约束情况，并据此提出了理论上的政策组合战略（表9）。
表9  贵州88个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发展“一战略对一挑战”的战略框架
	类型划分
	核心挑战
	核心战略
	约束情况

	低—低
	驱动力发展进步和综合驱动力发展双“短板”
	解放思想、政策支持、激发活力等全方位促进战略
	硬约束

	高—低
	综合驱动力发展水平较低
	着力解决起点低的难题，持续跟进扶持，防止政策摆动
	较硬约束

	低—高
	驱动力进步发展水平较低
	速度优先、考虑质量，加大思想解放和政策引领
	较软约束

	高—高
	驱动力发展进步和综合驱动力发展双“优势”
	继续保持、防止政策摆动
	软约束



对于不同类型的四象限划分矩阵，选择基于政策方向、政策类型、政策密度和核心政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四个类型的贵州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的发展。第一象限“高—高”范围贵州县域，具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动驱动力的发展，所以，政府对于这一类型的县域应该提供支持政策，比如继续支持发展经济、扶持金融、充分就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加大开放力度等等的已有政策，使这些政策充分发挥其作用。第二象限“低—高”范围的贵州县域地区，其核心任务在于驱动力发展进步状态不佳，因此，应寻找新的契机，加快动能转换，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难题。第三象限“低—低”范围的贵州县域，存在静态驱动力水平不足与动态驱动力进步动力不佳的双重挑战对此，既要夯实基础，又要着力提高进步速度，以速度带动整体驱动力发展的质量；第四象限“高—低”范围的贵州县域，综合驱动力的基础不牢固，但发展潜力较大，所以，应该打牢基础，杜绝政策摆动，寻找关键突破口。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贵州88个县域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主观赋权法对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赋权评价，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区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过程以及驱动力影响情况，最后探究驱动力的升级路径。结论如下：
第一，区域创新能力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存在空间相关性。2011~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用变异系数衡量其相对差异发现相对差异略微扩大，并且从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分布得出，各县域实际的创新能力也具有一定差异。
第二，经济发展、财政能力、技术水平、金融发展、外商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贵州县域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三，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驱动力发展和驱动力进步情况存在差异。研究期内，2011~2021年年的驱动力进步指数、经济实力驱动进步指数和外商投资驱动进步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力与产业结构驱动进步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将综合驱动力指数均值和驱动力进步指数均值当做原点，分为四象限得出，处于“高—高”象限的县域数量最少，只有14个，占比15.91%，说明贵州县域创新能力驱动力升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根据研究结论，贵州县域各地区应充分考虑自身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提高县域创新能力，实现贵州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以强核带动外溢，促进周边地区发展。因为创新资源多向发育较好的地区集聚[60]，从2021年贵州县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分布中可以看出，贵阳市的市区、遵义市的播州区、黔西南州的兴义市和毕节市的咸宁县分别是贵州中部、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强核”，而其余广大地区创新能力欠缺，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因此要打破贵州县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与行政干预，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流动促进“强核”周边地带的创新能力增长。
第二，加强要素驱动，推动县域创新能力。继续加强贵州县域经济建设、持续推进显著促进县域创新能力的要素发展，如技术水平、金融发展、外商投资等。抓紧进行人力资本建设，吸引人才入黔、留黔；毫不动摇地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补驱动力短板，发挥驱动力长处。
第三，对贵州驱动力发展和驱动力进步情况不同的地区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第一象限“高—高”范围贵州县域，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不动摇。第二象限“低—高”范围的贵州县域地区，扶持或引进创新“龙头”企业，激发本地区创新能力的驱动力进步、重新“点燃”创新活力。第三象限“低—低”范围的贵州县域，是创新能力建设最艰巨的地区，同时也是创新能力发展最具有潜力的地区。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扶持推动驱动力发展，以及周边地区拉动本地区发展，“一推一拉”，既务实基础，又以速度带质量。第四象限“高—低”范围的贵州县域，驱动力基础不牢固，需要稳扎稳打，寻求关键促使驱动力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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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of innovation (Moran' I =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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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of innovation (Moran' I = 0.121)


image5.png
A

‘ KH 20164F
R 2 X I
R X

e (IR RS X 3k

2

i ul-

"
120 240 km "u‘ 120 240 km ’
\

i

va N

' ‘ KH 20214F
R 2 X I

(CEE SN

e (IR RS X 3k

=] 2 H
(b) - R EE

N i
e -
*ERO v SSh

ey
T

L~

N

0 120 240 km
l \

(c)




image6.png
050 1.20
A e A A .
0.40 100
52 0.80
EO.BO s & | &
g Zo
D020 FTe——p——pe—t——e——p | =
& .40
0.10 0. 20
0.00 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120122013 20142015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b)





image7.png
0o f—m ol
0.8
0.7 e & [T
= Py
Zi § o o B
T4 | eommEEGET
04 4% % %f
® Tije G
TN IRAN S AL

i
T

0.7 0.8




image1.png
Rk Pl

02
0.18
0.16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CotIH e —e—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

0.49

0.48

Wil 125

el

(b) BT8R

045




image2.png
% %% e
.
b
i ;%
e

%‘!'P
&3.{%*
tﬁ

s

0 120 240 km 0 120 240 km

] 451 | | | ] 451 | | ] 451 | | |
201 14F 51 P B 361 4 e /7 201645F 51 -H 361 4 e /7 20214F 51 B 361 i5e /1

fEE K X 358 fEE K X 358 fEE K X 358

B KT X 358 B KT X 358 B KT X 358
L AT | TR | TR

(a) (b) (c)




image3.png
\

\..\.. \ .\\ \.. <>b
[ [ A
v A

.\.\.\.\..N....;»

¢

)

¢

¢





